
从佛教看明代社会 

——陈玉女著《明代的佛教与社会》读后 

常建华 

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陈玉女教授，专攻明代佛教社会史，将其论文结集，由北京大学出

版社于 2011 年 1 月推出。笔者感到这是一部明代佛教社会史研究的力作，愿在此写出感想

与读者分享。 

该书收录 12 篇论文，作者在“出版前言”中指出，文集论文的前后顺序，大致根据内

容所涉及之年代或议题之间所触及的某种相关性排列而成，并没有显示出绵密紧凑的议题关

系。不过我们仍可以根据论文的议题，大致将文集的内容分成四类。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第一部分是前 5 篇论文，讨论京师地区政治势力与佛教关系问题。按照作者的说法，是

“讨论佛教如何在政权势力盘根错节的京师地区，取得有利于自己发展的社会资源和开拓有

效的人际网络。这样的区域虽然拥有促进佛教发展的雄厚资本，但置身其中的佛教，不免在

政治派系纠葛中，陷入难以自拔的险境。因此，佛教与政权人士的交往接触，该如何恰到好

处地严守自身分际，成为僧界人士必须细加琢磨的课题。”（第 2 页）具体来说，首篇论文《明

太祖征召儒僧与统制僧人的历史意义》，针对以往研究明太祖的佛教政策多侧重于政令内容

的剖析，特从太祖从招聘儒僧、设立善世院到废止，再到僧录司的设置，进而发布《佛教申

明榜文》、《周知册》等一系列的佛教措施入手，探讨这些政策的实施过程。作者认为“实际

与其执权性质的蜕变息息相关”，太祖征用僧才及其统制僧人机构设置的理念，明显是以巩

固皇权为政策考虑的重心。第 2 篇论文《郑和施印佛经与兴建佛寺的意义》指出，佛、道二

教在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航海中，扮演着精神护航的重要角色。作者分别考察了郑和施印《佛

说摩利支天经》的背景与动机，郑和施印洪武南藏与永乐南藏的动机，郑和下西洋与南京静

海寺、大报恩寺的兴建等问题，认为郑和的信仰多元且混合，其施印《摩利支天经》，并不

表示以摩利支天菩萨为唯一的信仰主体，主要在于藉助摩利支天法所具足的避敌护身之法，

以祈航程平安。大藏经之施，重在报佛恩；而《天妃经》之刊印，意在企求天妃庇佑海上平

安。郑和浩大的施藏之举，所显示的意义，报佛恩外，一则以显其航海之丰功伟业，二则显

示备受恩宠及权高位重的身份。以上两篇论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追寻历史现象背后的意义。

从太祖的佛教政策看其施政的本质，从郑和的施印佛经、兴建佛寺解析这些信仰活动背后所

隐含的历史问题，将这些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入。 

接下来的 3 篇论文讨论嘉隆万时期的宗教事件。《明嘉靖初期议礼派政权与佛教肃清—

—以“皇姑寺事件”为考察中心》讨论的“皇姑寺事件”，是发生在位于宛平县香山乡黄村

的保明寺（俗称皇姑寺）事件。嘉靖六年的废佛政策，保明寺也面临被拆毁的危机，当时的

皇伯母昭圣、圣母章圣两皇太后，乃至主张废佛的议礼派也反对拆毁，与嘉靖帝发生冲突。

本文深究“皇姑寺事件”的政治社会背景，进而厘清嘉靖初期废佛政策的重要因素。作者提

出：“嘉靖初期的佛教肃清不单是宗教政策的问题，还与此时的政界纷争密切相关。亦即近

畿地区为数众多的寺庵寺田，与旧派皇亲、勋臣、太监关系甚深，因而近畿地区的庄田整理，

隐藏着南方官僚借机打击北方旧派势力的意图。是以，嘉靖时期第一段阶的废佛，在复兴政

治的正统理念、社会的儒教思想的同时，还深深牵扯着发生于政权交替时期新旧势力的倾辄

问题。”（第 95 页）《明万历时期慈圣皇太后的崇佛——兼论佛、道两势力的对峙》认为，万

历时期宫廷和京师佛教的快速复兴，慈圣皇太后的奉佛极具关键性。然而鲜有学者将目光投

注在这位太后的身上，作者探索慈圣皇太后的崇佛事迹，以廓清明末佛教复兴的关键之一。

作者指出，慈圣皇太后之所以能够突破嘉靖以来禁佛的格局，展开个人崇佛的意愿，归因于

万历初期张居正政权的统治结构。张居正虽是大权的统揽者，但是慈圣皇太后及冯保是构成

其权力的重要支柱。张居正为拥权自重，对太后、对冯保自不能怠慢。因此，慈圣皇太后一

再恣意兴佛建寺、耗损庞大国帑，扩大了崇佛的空间。张居正虽至执政晚期敢于坦然劝阻，



但已无法挽住慈圣皇太后崇佛的狂热。万历亲政以后，基于深厚的孝养亲情，也处处配合太

后崇佛的种种心愿。然而，就在“祈储”与“立储”的问题上，两人发生冲突，遂使长期对

峙的佛、道两大势力也因此再起纷争。由于慈圣皇太后的崇佛热，对各地入京的名、高僧宠

遇有加，如憨山德清或紫柏达观等晚明振兴佛教的有名高僧都曾先后见重于慈圣皇太后。然

而，憨山德清、紫柏达观先后入狱罹难时，慈圣皇太后却未曾伸出援手。宫廷虽因慈圣皇太

后而兴起崇佛的热潮，却也没有演变成正德或稍前几位皇帝罔顾祖法，大量引进汉僧和喇嘛

入宫等违法乱纪的现象产生。《明华严宗派遍融和尚入狱考——兼论隆、万年间佛教与京师

权贵的往来》研究的是为人忽视的遍融和尚，遍融真圆是明中叶以后闻名北京佛教的大长老，

为各地入京参禅学佛者所争相访求的佛门耆宿，是隆、万年间振兴佛教的重要先驱。遍融任

及国师，深受名宦公卿乃至万历生母慈圣皇太后的推崇，并为其营建大丛林千佛寺。遍融虽

是一代高僧，然论其法嗣则未详，并无语录或任何相关著述传世。作者探讨了嘉、隆年间北

京佛教正值发展上的重要转变时期，此时入京的遍融何以能够一跃而为当代名僧而备受王公

贵人的爱戴，有利于他弘法的时代及人事背景，为何多与权贵往来，又一度被逮入狱。藉此

进一步廓清隆、万年间正当佛教复兴时期，接连发生多位高僧大德被捕入狱的历史背景。 

 以上 5 篇论文，时间上明初的两篇，明中后期的 3 篇，基本上贯穿明前期，讨论的都是

重要的历史现象或疑难问题，作者能够透过历史表象，剖析复杂背景与背后的人事关系，不

仅对于佛教史，而且对于政治史都有所突破。 

第二部分是京师之外五台山与昆明佛教的两篇论文。《明昆明太华寺供奉沐氏十二世像

之历史意义》一文如作者所说：“昆明沐氏政权的建立，可视为中央政权向西南地区的势力

延伸。沐氏在巩固自身的云南政权时，佛教信仰成为建构其自我威权的重要凭借。”（第 2

页）《明五台山诸佛寺建筑材料之取得与运输——以木材、铜、铁等建材为主》一文：探讨

五台山诸佛寺建筑材料的取得，不仅依仗着中央权贵的财力奥援，建材的采购与运输与其周

边乃至全国的社会经济、交通网络及社会大众的信仰心理等条件密不可分。 

 第三部分讨论佛教与民众的日常生活。作者关注“佛教根植于明代社会大众的内心形象，

及信众们透过什么样的管道来接触、认识佛教，以及信众对于佛教的依赖与需求等，均是促

使明代佛教从事内在改变以适应外在环境需求的重要推进力。”（第 2 页）试图构筑出明代佛

教特质。《明代瑜伽教僧的专职化及其经忏活动》的研究表明，明洪武十五年（1382）确立

瑜伽教的成立与瑜伽教僧的社会地位，将传统往来于民间赶经忏作法事之经忏师给予专职

化、仪轨整治化，并肯定其善俗的社会功能。太祖的这一措施，的确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创举，

瑜伽教僧的经忏活动，经过他的规划及尔后的发展，渐成明清以来中国佛教与社会互动的主

要走向，是僧俗往来的重要桥梁。“可以说经忏活动扩大人们社交生活的场域，也增进社会

的开放性，但相反的，却也致使社会对僧侣形象的描绘越趋庸俗与丑陋。”（第 282 页）这一

研究对于理解明代佛教的世俗化以及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佛教，具有重要意义1。《明代堕胎、

产亡、溺婴的社会因应——从四幅佛教堕胎产亡水陆画谈起》独辟蹊径，从佛教的视角探讨

明代堕胎、产亡、溺婴问题。水陆画是中国佛道二教启建水陆法会时所悬挂的宗教画像，“而

悬挂圣俗画像的意义，一在召请诸佛菩萨诸圣贤莅临，以加持道场众生，二则引渡因横祸惨

死的水陆冤魂，藉助法会诸佛菩萨诸圣贤之护持，济拔其苦。”（第 284 页）作者巧妙地使用

水陆画这种图像资料，结合丰富的佛教文献、文集、笔记小说等资料，建立起堕胎、产亡、

溺婴与僧俗的关系。作者指出：“堕胎产亡水陆画的呈现，既可说明堕胎、产亡、溺婴问题

的存在，又可为受害者或加害者，提供一条得以疗伤或慰藉之路。”（第 321 页）堕胎产亡水

陆画的绘制，表露明代妇女及社会大众对于堕胎、溺婴、不举等事后试图弥补的某种心态。

《明代妇女信佛的社会禁制与自主空间》的长文，探讨明太祖妇女奉佛不得入寺烧香、不得

                                                        
1 陈玉女教授还著有《明代佛门内外僧俗交涉的场域》（台北：稻香出版社 2010）一书可以参看。 



与僧尼往来政策何以导致事与愿违历史现象产生的因素。具体论述的问题有：政府有关妇女

奉佛及僧俗混杂之相关禁令，僧俗分际的模糊与妇女蒙受的伤害，戒律与法律规范的松弛与

错置，妇女大众的朝山礼佛与信佛价值观，妇女学佛的自我实践与佛学思维，妇女大众与瑜

伽教女尼的往来。作者认为，因太祖合法化瑜伽教僧尼入俗应付经忏、允许经济自决的游行

僧云游四方，及开放纳银取牒，使僧俗男女混杂获得合理的往来途径，而僧尼素质也愈趋下

滑，僧团戒律、社会礼教越见废弛。这是太祖或遵循其后的有明一朝，欲意禁戒而愈不能禁

的法令疏漏。统治者所不乐见的妇女入寺烧香，或社会禁止妇女不得与僧尼往来的旧有规范，

都难以禁锢渐趋开放的妇女信佛需求。统治阶层或士人有意营造僧尼与寺院淫乱邪恶的形

象，藉由官方刑案文书或公案小说，不断纪录入寺或与僧尼往来之妇屡遭迫害，以警戒妇女，

严守分际，勿伤风化，但仍无法禁止。明中叶以后，适值传统价值不足以维系转变中的伦常

秩序之际，妇女外出行走、入寺礼佛，或从事消费闲散活动，反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及

诸多有利的物质条件。多数的妇女受传统道德的教化，影响着她们信佛的行为。 

 第四部分讨论佛教医学与民众的关系，进入医疗社会史的领域。作者认为：“明代佛教

与社会接触的另一重要途径，即是历来为社会大众所深深依赖的佛门医学，也因此为佛教树

立了济世救人的另一种社会形象。而佛教信仰能够内化于中国大众之中，与此当不无关系。”

（第 3 页）这一部分有两篇论文，《明代佛教医学与僧尼疾病》探讨多方面的问题，计有圣

山名剎病愈灵验的佛教医疗特色，佛剎立药室、植药草及外围所产药材，寺院与僧医之医疗

经验，僧传所见明代僧尼疾病的面对与治疗，医书所见僧尼常患之疾。作者指出：圣、神、

灵与信是宗教医学理论及其医疗上普遍可见的基础条件，“佛剎多位在名山大川之中，多珍

奇药草、多医僧、多医药常识与多医疗观照，加上佛家大乘‘慈悲喜舍’、助人济世的精神，

对大众来说，不失是病老之际，可向其求助且最值得信赖的团体，故而建立起佛教在社会上

的正面医疗形象，也是佛教为中国社会大众深信的重要凭借。”而“僧尼面对自身病痛时，

高僧传中所显示的那份不以为然、轻忽生命的态度，虽是彰显高僧看破生死的了悟精神，却

与爱护众生生命的慈悲本质，显得背离。”（第 411 页）《明代妇女的疾病治疗与佛教依赖》

尝试跳脱儒家父权对女性压制的思维把医疗上所见的男女对待关系，视为社会长期已然的习

惯，各有所属的伦理、空间和职责，互有所犯，则不免遭人诟病。因此，认为“男性再怎么

能够主宰男主外的社会空间，他仍然无法在女主内的闺阁空间进出自如，相对这是男性的禁

地，女性有其管控权。因此，女性不完全是被男性挞阀、主宰的对象，包括在医疗上，女性

应该也有她们的自我主张。”（第 414 页）作者具体探讨了妇女病因与身分类别，佛教的医疗

形象及妇女的佛门就医，因果报应的另类疾病观，信佛女居士（优婆夷）的疾病对治，女尼

的疾病医治等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只是一个大致的分类，实际上探讨佛教与女性的关系也是作者的关

怀，第三、四两部分的论文多与此相关，作者在性别研究这一领域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综上所述，作者在明代佛教社会史研究的贡献有目共睹，这些研究建立在对明史、佛教

史、社会史的深入理解之上。作者广泛占有各类文献史料，而辨析犀利与考证绵密令人钦佩。

不仅如此，作者在研究上的方法论，形成自己的特色。我以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从社会史的视角看问题。作者立足于社会由人际关系网络构成、民众生活是社会

的主要内容的立场，对于诸多历史与社会现象给予了剖析。在第一部分的诸文中，从人际关

系挖掘事件背后的原因，使得认识更加深刻。其他部分中，如经过作者考察，证明经忏法会

广泛流布于皇室、廷臣、官宦乃至士夫等阶层之间。虽不能说佛教是他们精神的全部依靠，

但至少是生活中的部分依赖。其流布下至庶民等底层社会，足见各阶层对其需求与运用之普

遍。乡里人士对于斋忏消灾度厄的效力深信不疑，在民间可说是蔚为宗教信仰的普遍意识。

瑜伽法事不惟广泛大众所信奉履行，且被视为社会美俗，为庶民日常生活之惯行。在考察明

代妇女的疾病治疗问题是，作者指出：“对于医书所述，不宜仅止于就书写者的儒家意识形



态进行分析，还需要从社会史更广的角度对女性患者的家族、生活、饮食习惯、劳务及其情

绪管理进行理解，才不至于造成历史观察的单一化，使得社会同时并存的各种冲突矛盾的现

象无法获得解释。”（第 414 页）作者还注意作为社会政策一环的宗教政策的实施过程，民众

的反应与社会效果；注意分社会层次与性别考察人们对事情的态度，日常生活的空间；回答

民众面临的生活问题等等。 

 其次，重视区域社会史的方法。作者求学阶段留学日本九州大学，得到的学术训练，就

深受明清区域社会史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影响，用此方法研究明代佛教与社会关系，作者曾选

取“政治性浓厚的华北直隶，讨论位于此行政区域内各府州县因儒教教育水平、道教势力、

经济力及人口数等不同的社会环境差异，而影响佛教各自渗透的不同发展面向，并且透过图

标具体呈现各区域佛教与社会发展的实态。”（第 1 页）
2
作者的博士论文为《明代佛教社

会的地域研究─以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为中心》。所以文集中的第一部分以位于

直隶的京师为讨论对象是有深厚的学术基础的，而第二部分同样将讨论的问题置于特定地域

分析，其中的五台山也位于华北。而且在第三、四部分的论述中，引用的华北资料丰富。由

于有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念，作者能够将资料之于特定空间理解，从而把握史实， 

 复次，注重社会经济史的分析。有的史实需要从经济的角度理解，考察事情背后的动机

与动力，特别是用定量分析帮助做出判断，经济分析有助于理解社会。如郑和施财印藏十一

部，所施次数及所需经费不算少数。名剎多靠赐藏，一般佛寺不易请得藏经，主要还是在于

请经耗费过于庞大，至于民间也大都集众人之资予以请购。到底郑和所印施的藏经，一部需

耗费多少银两？何以能够一部一部的印造施舍，其经费来源如何？作者考察了郑和施藏的庞

大经费及其可能来源，指出“总计十一藏，所需耗费的年俸高达三十年左右。所以，仅就郑

和的年俸来说，布施十一藏，无疑是天文数字，纵使郑和节衣缩食至极，亦难以达成如此耗

资庞大的施藏宏业。”（第 51 页）显示出官府对于郑和的支持力度。再如作者从万历初期慈

圣皇太后兴寺这几年宫廷府库和中央财政的支出状况以及朝臣的反应态度，来推敲其可能导

致的财政问题。而明五台山诸佛寺建筑材料之取得与运输的考察，从促进经济的角度，阐明

了寺庙的作用与同环境的关系。 

 作者在前言中表示：“希望藉此论集，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明代佛教史有较多的

关注与讨论，同时在研究方法与课题上能够有更多更新的开展，让它在明清社会史的研究上，

不再仅是少数人关怀的课题。”（第 4 页）笔者草成此文，也意在使更多的人了解明代佛教

社会史研究的进展，将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发扬光大， 

 

 

 

                                                        
2
作者据此完成《近世華北地域における仏教の社会的浸透のパターン—明代北直隸を測定の枠として—》，

原载于川勝守等编《東亞生產與流通的歷史社會學的研究》，日本福冈：中国书店，1993，第 323-405 页。 


